
自20世纪30年代起，学界对于伊斯兰教西道堂的关注与研究已持续80余年。2002年，高占福先生发表

《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的回顾与评述》一文，对1935-2002年西道堂研究进行了回顾与评述，总结了成就

并指出一些不足。2003年至今，虽仅历经短短15年，但西道堂研究无论在发展速度上，还是质量上，均较之前

有较大进展。传统研究领域逐渐深入，新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多元化，相关研究成果联系

实际、服务社会建设，成为这一时期西道堂研究的重要特征。但与此同时，高占福先生在2002年所指出的西

道堂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而新时期社会建设的需求也对西道堂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

基于此，我们对2003-2018年西道堂研究进行回顾，总结近15年来，西道堂研究取得的进展与成果，并明确相

关不足，进一步展望未来的发展。

一、传统研究领域的深化

高占福先生曾指出：西道堂所处的位置、宗教思想来源、“大家庭组织”共同生活是西道堂研究受到人们

关注的三个原因［1］。由这三个关注层面所衍生的西道堂宗教思想、西道堂经济管理模式（特别是与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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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现实、服务社会建设。但与此同时，面对研究中的旧有问题以及新时期对西道堂研究提出的高要求，需要学者继续

拓宽并深化相关研究，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扩大西道堂研究在学界的影响，更好地为当前社会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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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商业）、西道堂“大家庭组织”生产生活模式以及西道堂教育制度也长期成为了学界关注的主要着力

点，研究成果日渐丰硕。2003年至今，学者在西道堂传统研究领域上继续深化，用不同视角与方法使其更加

丰富完整。

对于西道堂宗教思想研究，一方面，学界对在刘智思想影响下，马启西先生及西道堂教众将伊斯兰教与

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研究继续保持热度，如张践《马启西与中国传统文化》［2］、吴艳华《论马启西及西道堂对

刘智思想的吸收与运用》［3］、敏贤麟《从西道堂创建看中伊文化的和谐交融》［4］、马志丽《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融合与适应的典范——以西道堂为例》［5］、马仲荣《伊斯兰教本土化视域下的西道堂研究》［6］、高占福

《西道堂——伊斯兰教中国本土特色的实践者》［7］、敏贤麟《从刘介廉到马启西——伊斯兰教中国化道路上的

两座丰碑》［8］等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刘智思想对马启西及西道堂教众宗教思想的影响，以及西道堂将伊斯兰

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独特宗教思想的形成、发展等。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通过研究认为，马启西先生的宗教思想受苏非主义影响。比如，哈正利《马启西宗教

思想的来源和特点——马启西遗联解读》［9］一文，通过对马启西先生16副对联的解读，对其宗教理念的来源，

及其中所蕴含的苏非主义特点进行了分析。李晓曈《马启西苏菲思想溯源》一文则认为“马启西的苏菲思想

可以追溯至纳格什班迪苏菲教团。他从多个方面间接地吸收了该教团的思想，在新的历史境遇下，对其作了

一定的继承和扬弃，付诸实践，使其呈现出新的特征”［10］。虽然在相关问题上，部分学者之间存有分歧与争

论，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将西道堂的宗教思想研究推向更深层次。

在经济管理模式方面，西道堂自建立以来，坚持农、林、牧、商多元经济生产，经济层次多，涉及面广，且各

业之间相互配合，使西道堂拥有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自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王树民、于式玉等学者便

对西道堂的经济管理模式作了介绍。2003年后，学者们开始在前人梳理基础上，进一步总结西道堂独特的经

济管理模式，如马志丽、丁耀全《西道堂复合型经济模式与管理模式探析》通过对西道堂农、牧、林、商等方面

经营的分析，认为“西道堂复合型经济农牧兼营、农商并重，以商、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方式形成了多元

产业链，是一种内生性商业经济朝外向性农、林、牧等产业不断延伸扩大的结果”［11］。其中，西道堂独特的“两

世兼营的‘乌玛’大家庭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模式，集中所有西道堂人的智慧和能力，将伊斯兰教信仰和经

营两世的生活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充分调动了西道堂人的积极性，构建各行各业协调互动、运转有序的复

合型经济结构模式，使商、农、林、牧、副、渔等在同一个经济链条上发挥着各自应有的作用”［11］。丁耀全《西

道堂多元经济结构及管理模式探析》对西道堂农、林、牧、副、商等行业发展作了梳理与分析，认为西道堂多

元产业的经营，不仅使各产业相互配合补充，从而获得较大收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西道堂防范风险的

能力。而西道堂经济经营的成功得力于其多元经济组织在内有一套合理高效的管理机制，在外能够及时把

握商机、积极开拓市场［12］。

此外，对西道堂经济发展的研究，学者们不仅总结西道堂整体经营发展模式，而且对各行业经济也有很好

的研究。比如，丁谦、马德良《浅谈解放前西道堂的农业经济》对解放前西道堂的农业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与总

结［13］。敏俊卿《中间人：流动与交换——临潭旧城回商群体研究》对西道堂创业历程及其商业经营管理进行

了介绍总结，特别强调其作为中间人在区域商业中的杰出作用［14］。韩海蛟、周雨城《行走在回藏之间——民

国时期西道堂商业活动研究》则以西道堂在安多藏区的商业活动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其贸易范围、内容、规

模、经营管理方式，与藏民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认为“西道堂在临潭——汉、回、藏民族交界地带，利用商业活

动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友好相处，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5］。

在教育方面，近些年来，学者对西道堂女性教育的关注与研究逐渐加大。比如，马雪莲《从书斋到学堂：

1949年之前的西道堂女性教育》，在梳理解放前西道堂女性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汉克塔布”

宗教传承方式、教长思想社会环境等因素对西道堂女性教育的影响。将西道堂女性教育研究由史实梳理展

现逐渐转向更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分析上。通过分析，作者认为“教育的发展始终脱离不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特

定时代背景之下的人。教育在输出文化的同时，也在建构文化”［16］。苏诗洋《临潭西道堂兴办回族女童新式教育

的顾与反思（1890-1958）》一文，作者首先从20世纪初妇女解放运动兴起的大背景入手，将关注目光集中于西

道堂，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梳理分析，将西道堂女性教育分为萌芽（1890-1919年）、成熟（1919-1943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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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1958年）三个阶段，并对三个阶段各自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之上，重点论述了西道堂女性

教育对当地女性自身（主要从自身素质、意识形态、社会地位、日常生活四个方面）以及当地社会文化方面

的影响。最后，作者对西道堂女性教育的宝贵经验作了总结与反思，认为其可为当下的回族女童教育提供

借鉴［17］。

西道堂独特的“大家庭组织”生产生活方式长期以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2003年以来，学界在继续对西

道堂“东方乌玛”的形成、发展及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基础上［18］，逐渐开始从建筑、平面设计、装饰艺术等路径对

西道堂大房子建筑进行深入研究，如陈建红、李茹冰《中国回族的“乌玛”建筑——甘南临潭西道堂“大房子”

的色彩与装修》［19］、《甘南临潭西道堂“乌玛”建筑特色探析》［20］等。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了解西道

堂“大家庭组织”所在的居住空间结构，也能从建筑学的角度应证西道堂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

综上所述，在西道堂“宗教思想”“‘大家庭组织’生产生活方式”“西道堂教育”“西道堂经济管理模式”等

传统研究领域，15年来，学者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加精进，利用多视角、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继续深入，取得

众多新的突破，并且注意将研究与当前社会建设需求相结合，这不仅丰富了西道堂的整体研究，也有助于和

谐社会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范围的拓展

2003年至今，相关学者在继续探索传统问题基础上，也开始拓宽西道堂研究的领域，使西道堂研究内容

更加丰富、完整。

西道堂研究史的成果开始涌现。长期以来，学界对西道堂研究史鲜有关注，专门论述西道堂研究史的著

作更是微乎其微。2003年以来，这一研究状况发生改变，关于西道堂研究史的著述开始出现。比如，张建芳

《尹世彩与〈马启西先生传〉》以一篇佚名文献《马启西先生传》为关注点，通过调查与考证，得出《马启西先生

传》的作者为清末岷州进士尹世彩，其也应为“目前所知对马启西先生和伊斯兰教西道堂进行研究的第一位

汉族知识分子”［21］。同时，作者也对汉族士人尹世彩关注马启西先生及西道堂的原因进行了思考，认为儒家

士人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的思想传统及马启西先生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思想的吸引力，使得尹

世彩撰写了《马启西先生传》及介绍马启西先生与西道堂的相关情况。马景《安献令与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

研究》通过对英国传教士安献令著作《中国西北的伊斯兰教》（The Crescent in North-West China）中对马启西与

西道堂、西道堂抵抗白朗、马启西遇难、采访敏志道等记述的梳理，认为安献令是目前所知第一位关注、研究

西道堂的外国人［22］。李宽硕士学位论文《他者眼光与自我阐述——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史》，则直接将西道

堂研究史作为关注对象，对20世纪2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西道堂研究历程作了系统梳理，并将各时期不同研

究者的研究分为“他者眼光”（如范长江、顾颉刚、王树民等西道堂外部学者）与“自我阐述”（如丁正熙、丁士

元、敏俊卿等西道堂学者）两种，对两者进行对比分析，认为“纵观西道堂研究整个历程，‘他者眼光’与‘自我

阐述’大都联系密切，互相补充，交相辉映”，二者共同推进了西道堂研究，“而在西道堂研究中，‘他者眼光’与

‘自我阐述’必然也在国家与西道堂两种权威的影响下进行撰述分析，以求一种磨合无冲突的观点结论，这样

的结论也是一条正确的现实道路”［23］（P40）。

西道堂精神方面的研究有新突破。西道堂精神内涵丰富，马明良先生在《西道堂精神及其当代意义》中，

将西道堂精神概括为“以伊斯兰教义为指导，以群体合作精神为基础，全面推进道德、经济和教育三者协调发

展”［24］。2004年，马逢春先生提出“西道堂对宗教教义的阐发，充分肯定了以本国文化宣扬伊斯兰教义的原

则，强调注重实践，凡事当躬行，要求必须具有明显的公认的社会目的，有益于大众，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

的成己成仁的生活准则”［25］。在此思想下，为爱国主义精神、为集体服务精神、艰苦奋斗精神、重视教育精神、

民族团结精神、社会公益精神等，均是西道堂精神的具体体现。同年，牟钟鉴先生也对西道堂精神进行概括，

分别为“把伊斯兰教信仰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把爱教与爱国结合起来”“发扬中华文化的自强不息

与厚德载物精神，把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与宽容忠厚的博大情怀结合起来”“把发展教育作为民族和宗教的

振兴之本”等［26］。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西道堂精神的丰富内涵将会得到进一步发掘与丰富，继续助力和

谐社会的建设。此外，在甘肃省外西道堂研究①、西道堂内部群体研究②、西道堂杰出人物研究③等方面亦有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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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研究，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2003年以来的15年，西道堂研究在传统研究领域上继续深入、细化，而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在积

极拓展。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除了传统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方法外，政治学、经

济学、建筑学、艺术学、地理学等方法也开始有所呈现，多元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使西道堂研究在短短15年内

取得较大发展。而且学者们时刻不忘关照现实，使西道堂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和谐社会建设、民族团结巩固等

贡献力量。

三、目前的不足与展望

2002年，高占福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的回顾与评述》一文中指出：“西道堂研究已经取得了

令人称道的成绩，但冷静的思考，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至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全面论述

西道堂历史与现状的专著，对刘智宗教思想何以对西道堂产生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大家庭集体生活制度的社

会意义与时代背景，西道堂重视经济与教育发展的现实意义等方面重视不够，研究的水平也不高，甚至很少

涉及。对西道堂的调研也多是浅层次的，或走马观花，或以点带面，或借题发挥，或游离于主题，华丽的文字

包裹着苍白的内容……西道堂研究中的这些种种不利的现象，都是今后研究中必须注意克服的。走进西道

堂，走进西道堂的教众，走进西道堂现在或将来的生活轨迹，是西道堂研究更上一层楼的必经之路。”［1］

经过十余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在诸如刘智宗教思想对西道堂产生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大家庭集体

生活制度的社会意义与时代背景、西道堂重视经济与教育发展的现实意义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开始逐步加强，

但仍然需要长时间继续完善深入。而高占福先生所提到的一些问题，至今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西

道堂经济研究方面，目前对于西道堂整体经济运营模式的研究成果颇多，但需要更全面地展示西道堂经济运

营模式的形成及影响，并能总结出更多成功经验以为当今地方经济建设提供借鉴；而在各产业研究上，目前

研究多集中于商业，而关于农业、牧业、林业则关注相对不足。在“大家庭组织”生活生产模式的研究上，需要

继续保持多元研究视角与方法，获取更多学术问题，进一步提升对“大家庭组织”生活生产模式的认识，并注

意其对当今社会建设的积极意义。

在拓展研究领域方面，需要完善对西道堂研究学术史、西道堂杰出人物、甘肃省外西道堂等领域的研究，

使西道堂研究更加丰富，并能实现与更多学科领域的交流对话。此外，对西道堂史料的挖掘也有待加强，要

从地方文献，地方报刊资料，国家对当地自然、社会的调查统计资料，国内外士人文人笔记、日记、考察报告，

民间故事、歌曲、谚语、民间私藏手写本等材料中搜寻整理相关史实，更为重要的是对西道堂长者及当地其他

民族老年人进行口述史访谈，使西道堂史料更为丰富细致，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整理出版新的《西道堂史

料辑》，推进西道堂研究。与此同时，人类学、社会学的调查也要加强，要长期真切深入到西道堂民众之中，走

近他们、了解他们，借助专题论文、调查报告、学术著作、影视资料等方式，使外界认识、了解更真实的西道

堂。此外，大部分西道堂民众生活在临潭及周边地区，面对当地复杂的自然环境，西道堂民众进行合理开发

和多元经营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也有待总结，以助力当今生态文明建设。

四、结 论

2003-2018年西道堂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西道堂宗教思想、西道堂经济管理模式、西道堂“大家庭组织”

生产生活模式以及西道堂教育制度等四个传统领域的研究继续深入，成果日渐丰硕。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在

诸如西道堂研究史、西道堂与当前社会建设、西道堂杰出人物研究、甘肃省外西道堂民众研究等领域上积极

拓展。而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也日趋多样，目前，西道堂研究涉及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个学

科领域，相关学者也开始加强合作研究。而在学术研究的同时，学者们注重关照现实，积极主动将西道堂研

究的成果与和谐社会建设、教育体制完善、民族团结巩固等相联系，为当前社会经济建设提供借鉴。

在取得成就的同时，西道堂研究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传统领域的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加深，而新拓展领

域则需要积极巩固。在西道堂史料方面需要进一步搜集整理，特别是当地的口述史料。而西道堂的人类学、

社会学调查也需要长时期的深入进行，贴近西道堂、西道堂群众。虽然，目前的西道堂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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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与有待完善之处，且“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全面论述西道堂历史与现状的专著”也仍没有出现，但随

着西道堂研究的视角、领域、方法的逐渐拓宽，相关学者及学术队伍的成长，再加上政府社会的大力支持，未

来的西道堂研究势必取得更大成就，不仅将在宗教、哲学、历史、民族等学术界中产生影响，也会在当前与未

来的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建设中也将大有可为。

注释：

①如马仲荣《民国时期西道堂在青海的发展及其结构特征》，《回族研究》2016年第3期。

②如马志丽、丁耀全《血缘、姻缘与亲缘:人类学视野下西道堂人亲属关系探析》，《回族研究》2015年第4期；马雪莲：《拟制家

庭中的女人——西道堂妇女的角色》，《北方民族大学》2012年第5期。

③如杨怀中：《马启西先生传略》，《回族研究》2003年第2期；林松：《从诗联看马启西先生的理想、实践与奉献》，《回族研究》

2003年第2期；敏生光：《正气与人格的典范——马明仁》，《中国穆斯林》2006年第2期；敏俊卿，刘聪颖：《生命的光华——纪

念知名回族学者丁正熙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回族研究》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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